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新社会阶层的社会流动与政治态度研究”
（１７ＡＳＨ００４）的阶段性成果，曾于中国社会学会 ２０１６ 年学术年会“社会分层与流动”分

论坛上公开宣读，感谢复旦大学刘欣教授、周怡教授对本文初稿的点评和提出的建设性

意见，同时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中肯意见和建设性的修改建议。

　 　 编者按：住房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或民生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社

会问题。 尤其是在住房改革和房地产市场化之后，住房获得与房产财

富分配的背后遵循了什么样的逻辑？ 住房与社会不平等之间有着怎样

的关联？ 住房对于居民的身份认同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这些问

题，有的侧重于宏观的结构视角，有的侧重于微观的行动者视角，但其

内在的问题意识都是相通的，即考察房产之于当代中国人的生活的意

义究竟为何？ 这也正是本期推出“住房与社会分层”专题的目的所在。

住房与城市居民的阶层认同∗

———基于北京、上海、广州的研究

张海东　 杨城晨

提要：本文基于财富分层的视角，研究了作为财富重要标志的住房与城
市居民阶层认同问题。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北上广三地居民的住房分层现象
较为明显。 以“住房品质”和“符号区隔”为代表的住房因素与阶层认同之间
存在着显著相关性，而经过多重填补法对数据资料进行处理后，其结果进一
步确认了住房对于解释居民阶层认同的关键作用。 文章指出，在当前中国城
市社会中，与传统基于职业的阶层认同相区别，以住房为代表的基于财富的
阶层认同正在逐步形成。 从住房入手可以为阶层认同研究提供新的分析和
解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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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过去三十多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

９３



差距逐步凸显，社会阶层分化日益加剧，这已成为一个无可争议的社会

事实，也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所在。 社会阶层分化不仅作为客观的社

会现象存在着，而且作为主观的心理现象，表现在社会成员对于自身所

处阶层地位的感知与认同之中。 已有的研究对社会分层视角下主观阶

层认同进行了颇有价值的探讨（刘欣，２００１；王春光、李炜，２００２；李春

玲，２００３：１３３ － １３５，２００４；李培林等，２００５：２０７ － ２０８），特别是一些研究

对依据客观指标划分出的阶层是否具有或正在形成共同的阶层认同进

行了深入的反思（李春玲，２００４）；但是也有研究揭示，以职业、收入、教
育等相对固定的范式进行阶层划分时，主观认同属于某一阶层的群体

规模却与客观指标界定的规模有着较大的出入，中间阶层的认同感较

为缺乏（赵延东，２００５）。 人们对其所处阶层地位存在着一定的认同偏

差（范晓光、陈云松，２０１５），不仅城市居民主观阶层地位认同存在很大

偏移（韩钰、仇立平，２０１５），农村居民的主观地位认同也与客观地位分

层之间存在着偏移（卢福营、张兆曙，２００６）。 正如李培林等（２００４：
７６ － ７７）所指出的，“收入、教育、职业和消费等各项主要的客观分层指

标，与主观阶层认同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关联强度不大”。
这种现象引发我们深入地思考：当研究者将社会中的一部分群体

依据某种特征划入某一阶层时，这一被建构群体是否认同自身所属的

阶层？ 研究者是否意识到他们已经在不自觉中参与了“他者的建构”？
哪些因素较为直接地影响了不同群体对自身地位与阶层的感知？ 或者

更进一步说，有没有更加适合中国社会阶层身份建构和阶层认同的直

接与客观的指标？ 这正是本研究的出发点和立意所在。
回顾中国的传统文化，“安家置业”一直是个人生命历程的必经阶

段，因此，“家”对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性，而住房则

是家的物质载体。 自从我国实施住房改革以来，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

将目光投向了房产，而一个家庭拥有房产的面积、数量和档次在现实生

活中已经成为判定一个家庭社会与经济地位的最直接指标。 不论是古

代还是在“房产热”的当下，住房不仅具有居住的属性，更是财富与地

位的象征。 而没有住房或者住房对生活造成的压力过大则会直接影响

个人的主观感受。 另外，透过“炒房”等投机现象可以看出，我国在住

房市场化改革以来，房产已成为居民的重要财产或资产，出租和出售房

屋成为居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手段，而且房产具有可继承性的属

性，能够作为财富传递给下一代。 住房作为商品，其具有的投资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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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属性使其与一般的金融投资品相区别，又与普通商品相区别。 住

房消费构成了一项社会分层的分布指标（李春玲，２００７）。 因此，在社

会分化日益明显的中国社会里，住房就具有了地位符号和地位象征的

含义（李强，２００９）。 对于广大城市居民而言，购买一套属于自己的住

房往往需要耗尽终生的积蓄，或是背负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房贷压力，导
致社会上流传着“一套房子消灭一个中产”的说法。 这是大众对于住

房影响阶层认同感与身份建构最为朴素、直接的回应。 为此，本研究尝

试提出将住房作为阶层之间符号区隔的标志，分析住房因素对居民阶

层认同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

（一）对既有阶层认同研究的反思

阶层认同这一概念源于阶层意识研究，而阶层意识可以追溯到马

克思的相关论述。 马克思基于阶级分析理论，强调不同利益群体由于

身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不同客观经济地位，其冲突产生了主观阶

级意识 （ ｃｌａｓｓ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
２００４）。 因此，根据客观经济地位所形成的不同阶级内部具有共同的

阶级意识或者阶级认同。 而韦伯则主张，建立在经济、文化、权力等各

种稀缺资源占有不均衡模式下的“阶层意识”（ｓｔｒａｔａ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是
社会中的个人对于所处社会地位不平等以及自身所处经济社会地位所

产生的认识、感知以及相应的主观认同（李春玲，２００４）。 所以，主观阶

层认同（ｓｔｒａｔａ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作为阶层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的是

“个人对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据位置的感知” （ Ｊａｃｋｍａｎ ＆
Ｊａｃｋｍａｎ，１９７３）。 由此，基于阶层意识的不同起源，阶层认同研究也产

生了集体性认同与个体性认同两种不同的取向（李炜，２００４；李飞，
２０１３）。

坚持集体性阶层认同的学者基于生产资料的不同占有关系以及由

此所产生的职业、受教育程度和财产等因素的差异所形成的不同“客
观阶层”，认为阶层认同主要受职业、收入等结构性因素影响（张翼，
２００５）；而坚持个体性取向的研究者注意到了社会个体对于阶层的自

我定义以及对自身所处阶层位置的感受，认为社会个体在自我与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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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动中形成了对社会阶层秩序的认知，通过自身的生命历程和对未

来生活的预期产生了不同的心理认同和阶层位置评价（张翼，２００５）。
在这里，心理因素成为阶层认同的一个关键要素（翁定军，２０１０）。 众

多研究证实了对生活经历的感知、公平感以及“相对剥夺感”等心理因

素对于阶层认同产生的重要影响（刘欣，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刁鹏飞，２０１２；陈
光金，２０１３）。

受上述争辩的影响，现有对于阶层认同具体影响因素的研究形成

了多种实证分析框架，大致包括 ３ 种观点，分别是结构决定论、历史文

化论和国家中心论（冯仕政，２００５；李飞，２０１３）。 结构决定论坚持客观

经济地位对阶层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结构性因素对于阶层认同的决定

性影响，这些研究引入了社会经济地位假设，即职业、收入、受教育程度

等直接反映人们客观经济地位的指标作为变量。 国内的部分研究确实

也证实了以职业、收入、受教育程度为基础的客观经济地位与主观阶层

认同存在着较为直接的关联，即职业地位越高、收入越多、受教育程度

越高，其主观阶层认同程度也越高（王春光、李炜，２００２；李培林等，
２００５；胡荣、张义桢，２００５；翁定军、何丽，２００７：８０ － ８４；雷开春，２０１５）。

然而，受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社会分层界出现的“阶级死亡”争论的影

响，结构决定论受到了明显的冲击。 有学者认为，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

提高和财产所有权的大大扩散，阶级正在走向衰落，原有的阶层分析法

很难从阶层决定论的角度解释清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

（格伦斯基，２００５：７２３）。 而基于阶层决定论的“大阶级理论”由于过于

强调生产位置的理论起点和决定性作用，难以从阶层本身出发解释个

体的行为、社会态度、消费习惯等，被众多学者批判为一种“想象的统

计模型”（Ｗｅｅｄｅｎ ＆ Ｇｒｕｓｋｙ，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因此，超越阶层结构决定论

的历史文化论和国家中心论应运而生。 主张历史文化论的学者主张从

历史文化和个体的生活经历角度来解释阶层认同。 汤普森（２００１：
５６ － ５７）认为阶层认同不是由客观地位自动生成的，而是从人们的生

活经历和体验中日积月累产生的。 另外，波德里亚（２００８：４０ － ４３）提
出的“符号消费”，布迪厄（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８４：８６）提出的“惯习”所带来的

消费、品味及生活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阶层认同等理论观点，都在说明

消费以及生活经历对阶层认同建构的影响。 部分实证研究以此为依

据，从生活经历假设出发，证实了消费偏好、心理感受、家庭背景等生活

经历因素对于个体阶层认同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边燕杰编，２００２；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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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２００２；李培林等，２００５：２３４ － ２４０）。 而国家中心论将国家的意识形

态、组织制度和社会政策作为理解阶层认同形成的关键性因素（冯仕

政，２００９），相关的研究多引入制度分割假设，注重户籍、区域、单位等

具有反映中国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特色的相关变量（边燕杰编，２００２；
王天夫、王丰，２００５）。

综观国内外学者对于阶层认同的相关研究和探讨，这些研究为我

们提供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和值得深入探讨的

地方。 一方面，无论是阶层认同的起源———阶层意识的层次结构、阶层

认同的产生因素，还是阶层认同影响因素分析的理论范式和分析框架，
现有研究都存在着结构与心理、市场与国家等多重视角。 另一方面，根
据这些范式划分的分层指标与居民的主观阶层认同之间的关联强度并

不大（李培林等，２００４）。 那么，是否存在一种分析路径，既可以超越阶

层决定论，又能体现历史文化论与国家中心论中个体的生活经历以及

相应的组织制度以及社会政策？ 是否存在一种分析指标能为当前主观

阶层认同研究提供一个有益的补充？ 这是本研究致力于在理论上解决

的问题。

（二）对住房不平等、住房阶级与财富分层领域研究的探讨

住房不平等现象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 对住房不平等的研究也

是社会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 塞勒尼（Ｓｚｅｌｅｎｙｉ，１９８４）通过对匈牙利

住房不平等的分析，揭示了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的分层模式，成为

这一研究领域的经典范例。 在我国，住房差异与住房不平等也一直被

看成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城市居民阶层差异的一个主要方面（Ｌｏｇａｎ ＆
Ｂｉａｎ，１９９３；Ｎｅｅ，１９９６；Ｂｉａ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７；刘精明、李路路，２００５）。 在国

家再分配体制下，住房主要被视为一项福利，是通过工作单位进行分配

的。 住房不平等存在于占人口大部分的一般群众和少数的“再分配精

英”之间（赵晔琴、梁翠玲，２０１４）。 而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随着国家住房政策、土地利用政策的演变，福利分房时代已

告终结，住房作为一种商品被纳入到消费流通领域，这意味着住房已然

成为一个人必须拥有一定的消费能力才能够拥有的东西。 很多研究揭

示了住房市场化改革以来个人的职业状况、政治资本、经济收入对于住

房资源获得的影响（边燕杰、刘勇利，２００５；郑辉、李路路，２００９）。 城市

社会中的住房分层既反映社会贫富分化，又可加剧社会贫富差距（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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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云、毛小平，２０１２）。 因此，有学者得出结论，在转型时期，由于住房

的所有权、价格、地理位置、社区环境、社区文化特征等多方面因素的不

同，我国城市中存在着具有明显区隔程度的“住房地位群体” （李强，
２００９）。

不少学者认为，转型时期我国城市社会中住房不平等的产生，其背

后存在着国家、市场、社会等多重因素，不能仅仅以个人的职业、收入等

社会经济因素来解释。 他们认为在住房市场化改革后的中国，原先基

于职业地位与权力因素形成的住房不平等被合法化并固定下来，而新

的市场化秩序又产生了新的住房不平等。 因此，住房不平等背后包含

了国家与市场的双重机制（李斌，２００２；李斌、王凯，２０１０；Ｚｈａｏ ＆ Ｇｅ，
２０１４；Ｗａｌｄｅｒ ＆ Ｈｅ，２０１４；Ｚｈａｏ ＆ Ｚｈｏｕ，２０１６）。 在这里，以住房不平等

为表征的社会分层机制体现了国家与市场的双重力量；个人对于住房

资源的获取，也是其占有的权力资源和拥有的市场能力的综合体现。
住房就成为了串联起“个人—市场—国家”这一链条的关键要素。

而“住房阶级”（ｈｏｕｓ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理论为我们理解住房不平等与阶层

认同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 雷克斯和穆尔通过对英国工业城市伯明翰

内城区的住房与种族关系的经验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框

架（Ｒｅｘ ＆ Ｍｏｏｒｅ，１９６７）。 住房阶级的含义是位居社会结构上层的人其

住房也会处于住房条件结构的上层，反之则是下层。 桑德斯将住房阶

级的讨论深入一步，认为现代社会中观察一个人的住房情况比留意他

的工作更重要， 人们可以按照住房状况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１９８４）。 保罗·福塞尔的研究也认为美国人住房格调的差

异体现了社会阶层间的差异，因而通过分析住房情况就可以研究人们

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社会阶层的差异（Ｆｕｓｓｅｌｌ，１９８３）。
雷克斯和穆尔的理论强调城市的住房分配体系创造了新的阶级划

分标准，依据是否拥有住房以及通过何种途径获得稀缺性住房资源的

相关情况，可以把城市居民划分为不同的“住房阶级”。 但是，这一理

论并没有获得较多的回应与支持。 综观诸多研究，笔者发现当前国内

外研究者多是以人群中的一些结构性区隔因素，如种族、收入、教育、职
业等来分析和探讨产生住宅类型差异的原因，而忽视了“住房阶级”理
论所强调的居住类型的差异，也并未以此为基础来分析真实社会阶层

的构成与阶层认同的形成。 然而，事实上这两个方面在阶级形成的过

程中存在相互促进的影响。 居住空间上的阶层分化特征并非单纯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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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分层现象，也是导致社会阶层化、社会封闭趋势显性化的重要机制。
有学者指出，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由于受到不同的结构性条件的制约，
选择了不同的居住方式。 这表现为在生活质量和居住质量十分类似的

社区中，集中居住着在生活条件和生活机会上大致相似的人群。 并且，
在这样的封闭性社区中，人们逐渐养成了大致相似的生活方式和地位

认同，从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产生了相对封闭的社会阶层群体（刘精

明、李路路，２００５）。 例如，有研究表明，“中产社区”中私有空间的建构

能够创造出中产阶层及其文化，塑造中产阶层社区的优越性，同时也产

生空间的对抗和张力以及相应的“中产认同” （马丹丹，２０１５）。 在这

里，结构性的住房差异与地位区隔形塑了共同的心理认同。
尽管住房阶级理论为从住房角度研究阶层认同提供了相应的理论

支撑，但对这一理论的质疑和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 在部分学者看来，
“住房阶级”不是一种生产关系，拥有住房和物业只是一种消费模式，
个人不会因消费模式的变化改变其在社会中所占据的阶层位置。 因此

就不存在由住房差异所形成的阶层认同。 桑德斯（Ｓａｕｎｄｅｒｓ，１９８４）对
上述质疑进行了有力的回应。 他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的

发展，在消费部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化，拥有住房使得一些人很快地

积累起巨额财富并获得更多的生活机会，形成了财富占有上的区分并

最终导致社会阶层的区隔。 财富分层是桑德斯在后期应对“住房阶

级”论辩的有力武器。
笔者也认为，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究竟哪些因素对于社会阶

层的分化更具有解释力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这个问题

同时涉及到何种因素对于居民的阶层认同感具有最为直接的影响。 自

１９４９ 年建国以来，农村土地改革和城市里的“公私合营”、私有房产改

造以及土地制度变革打破了“旧社会”的财富分层秩序，塑造了以职业

和政治身份为标志的新的阶层结构（李强，２０１３），体现财富分化的基

尼系数长期位于低值。 而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单位制的

解体、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本的力量得到了空前发展，在劳动、资
本、技术和管理四大生产要素中，资本已经成为最为重要的要素，劳动

则蜕变得最为弱小（仇立平，２００６）。 这种现象并非是中国独有的，在
国外学者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世界范围内这种社会分层模式的变迁。
例如，皮凯蒂（２０１４：１６７ － １７０）通过对英法两国资本变迁历史的梳理

发现，资本的属性已经从过去的土地模式转变为今天的住宅、工业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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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产模式，住房资本的占比大大增加。 因此，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不

平等很大程度上已经由职业和劳动收入的不平等转变为以住宅等不动

产因素为主的财富占有的不平等。 韩国的一项研究也表明，当前以房

产和土地为基础的不动产财产分化才是韩国社会贫富分化的主因，韩
国社会已经成为由房地产决定个人和家庭社会地位的“房地产阶级社

会”（孙洛龟，２００７）。 芦恒（２０１４）则进一步阐释了“房地产阶级社会”
的内涵，其文章指出，若从房地产视角来看，我国的社会变迁可以视为

从“单位中国”转变为“房地产中国”。 居住的有形边界构建了生活方

式和文化资本的无形边界，成为阶层结构再生产的机制之一。 基于对

住房财富的探讨，有学者认为，以住房为代表的财产分化成为了当今中

国社会分层的一个主要指标，体现了基于财富的社会分层秩序的建立

（李强、王美琴，２００９）。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将作为普通居民财富标志的住房这一要素纳

入城市居民阶层认同的研究中，不仅贯穿了既往阶层认同研究中结构

与心理、市场与国家等多重视角，使其成为一种“连续统”型的工具；更
为重要的是，在当前中国社会由基于职业与劳动所产生的不平等向财

富不平等转化的过程中，住房具有的耐久性、高价值性、可增值性以及

财富的代际可转移性，使得住房能够较为直接地反映社会中财富分层

的社会秩序。 由此，住房就可以成为测量财富分层对于居民阶层认同

相关影响因素中较为直接、客观的指标，可以为既有“职业分层”视角

下的阶层认同研究提供有益的补充；而住房所代表的象征性地位又是

居民阶层与身份的外部符号，进一步形塑了居民的阶层认同。 因此，笔
者认为，住房可以成为分析阶层认同领域的新框架和可探究的指标，具
有理论上的重要性和实践上的可操作性，彰显了社会转型时期真实的

“中国经验”。

三、研究假设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化的不断显现，人们的住房

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住房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场所感与财富感。 住

房的功能由单一的提供安全庇护的内部空间发展成为人们提供起居、
休闲和娱乐的私密场所。 在这种变化中，不仅产权这一“本体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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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分化（芦恒，２０１４），而且面积、功能分区等品质性的区别也使得

住房自身的功能属性与品质不断得到提高，在社会中具有等级性的差

异。 面积、市值等品质性的分化反映着财富分层的新秩序，不同阶层的

人们根据自身不同的条件寻求着不同等级层次的住房，体现了社会阶

层的分化，而基于这种分化产生了居民在居住权益上的区隔以及由此

形成的对于自身地位认同判断的差异（赵晔琴，２０１３；张文宏、刘琳，
２０１３）。 由此，本研究提出了第一个假设，即“住房品质”假设。

假设 １：城市居民所拥有的住房品质越好，其阶层地位认同越高；
反之则越低。

桑德斯论证了住房是韦伯式“财产阶级”模型的基础，他认为一个

人的阶层地位是由一个人与财产的关系来定义的，即拥有具备利润回

报的资源与否以及是否用这种累积方式来使用这项资源 （李骏，
２０１６）。 而住房产权正符合韦伯“财产阶级”的相关描述。 市场化环境

下住房产权的获得不仅反映了个人或家庭的财富状况，而且在房价上

涨的背景下成为了财富再生产的重要机制；而对于租房者来说，没有住

房产权不仅意味着不能获得住房升值所带来的财富增长，相反还需负

担房租等经济压力。 此外，一些城市中设置的以自有住房为前提的落

户、入学等政策壁垒和门槛，更是进一步加深了“有房阶层”与“无房阶

层”之间心理上的隔阂。 由于住房产权而形成的财富与心理的双重区

隔必然导致居民对于自身阶层地位认同有所差别，在此提出假设 １ 的

第一个子假设。
假设 １ － １：居民若在本地拥有自有产权住房，则阶层地位认同较

高；反之则较低。
基于前文所述，住房已经成为转型时期城市居民个人或家庭的重

要财产。 市场化机制使得住房这一商品出现了面积、价值等多方面的

差异，而居民由于个人经济条件、市场能力等多方面的差异，住房条件

也有很大差异。 有研究表明，家庭的住房面积与家庭关系之间存在关

联，家庭关系的建构受到住宅空间的影响（杨辰，２０１１），拥有更大住房

面积的人对自己的主观阶层认同更高（赵延东，２００４）；住房市值所代

表的房地产财富成为城市居民重要的财富来源（黄静、屠梅曾，２００９；
张文宏、刘琳，２０１３），而上述这些因素也直接指向了居民对自身的阶

层感知；倘若居民为了住房而背上沉重的房贷压力，势必会挤压其他的

生活开支，影响其生活品质，造成阶层认同地位的弱化。 因此假设 １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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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个子假设。①

假设 １ － ２：居民所拥有的人均住房面积越大，其阶层地位认同越

高；反之则越低。
假设 １ － ３：居民所拥有住房市值越高，其阶层地位认同越高；反之

则越低。
假设 １ － ４：居民每年所花费的住房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越高，

其阶层地位认同越低；反之则越高。
另外，人们的生活境遇与所居住的地区息息相关。 住房所在的外

部空间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分化。 布迪厄（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８４）指出，在分化

的社会中，追求区隔的场域是无穷的，而城市居住空间的区隔正是一种

重要的品味与符号区隔。 城市空间的生产由于受到不同阶层人们的影

响，产生了不同的空间塑造。 一些迎合中产阶层和上层社会品味与美

学的别墅区、高级商品房小区在住房改革之后应运而生。 部分城市居

民不仅仅满足于“我要买房子”、“我住多大的房子”，更开始关注“我要

买什么样的房子”、“我要住哪个小区的房子”。 住房成为了象征身份

的“地位商品”和个体财富的指示器。 在符号消费论的视角下，住房商

品化所带来的城市空间区隔正是不同阶层之间内聚与外斥的形式，作
为财富的住房以及住房所在的社区成为居民阶层自我意识的建构与外

化，成为其维护群体边界的标志。 住房不仅是社会财富的象征，而且成

为城市居民表达“我是谁”、体现其阶层身份的指标。 在日常的社会交

往中，社区越来越成为集体意识交流与建构的平台。 由此提出“符号

区隔”假设。
假设 ２：住房的“符号区隔”化程度越高，居民的阶层地位认同越

高；反之则越低。
在住房市场化改革的历程中，国家和市场的双重力量构建了城市

多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多目标人群。 政府依靠财政

力量为部分低收入人群和中低阶层居民提供了经济适用房、廉租房、限
价房等住房保障措施，这些住房往往集中在成片的住房小区当中，而通

过市场力量建造的中高档商品房小区、高级别墅区是中上层人士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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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这里，居民拥有住房的套数也极有可能是影响其阶层地位认同的关键变量。 但是，考
虑到不同住房面积大小存在区别，而且在北京、上海、广州的住房与其他城市的住房在市

值上又有较大的差异，住房套数的操作化意义不及住房的面积和市值。 因此在变量操作

部分，笔者将住房套数折算进面积和市值进行计算。



住房的主要选择。 不同类型的住房小区成为了不同阶层之间构建群体

边界的场域。 在区隔的空间场域中，不同阶层的集体意识和认同边界

也在不断强化。 由此提出子假设 ２ － １。
假设 ２ － １：居住于别墅区或高级住宅区的居民倾向于较高地位的

阶层认同；居住于老旧城区或保障性住房小区的居民则倾向于较低地

位的阶层认同。
住房市场化还引发了城市居民由住房的“消费者”向“业主”的转

变（朱光喜，２０１０；熊易寒，２０１２）。 住房小区被部分城市居民视作所有

权社区或者私有社区，成为了他们的“集体性空间领地”。 物业成为了

其管理自己“后院”与私人生活空间的机制。 城市中的各种“封闭社

区”或“门禁社区”（ｇａｔ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迎合了众多中产阶级对人身财产

安全和自身身份认同的需要（肖林，２０１６），即通过物业保安人员或门

禁系统严格地控制外人进入来确保自身的服务设施和空间不被分

享。 住房小区的设施管理、景观建构以及高品质的物业服务成为了

城市居民建构阶层边界的又一方式，而物业管理费率的高低可以大

体上反映一个小区物业服务水平的高低。 由此可提出假设 ２ 的第 ２
个子假设。

假设 ２ － ２：居民居住的小区物业管理费的费率越高，其阶层地位

认同越高；反之则越低。

四、数据、变量与分析

（一）数据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统一组织实施的“特大城市

居民生活状况”调查。① 此次调查采取两阶段抽样法，第一阶段为地图

法随机抽样，在每个城市抽取 ５０ 个社区，每个社区抽取 ２０ 个家庭户，
每个家庭抽取 １ 个 １８ － ６５ 岁的居民作为受访者，共获得 ３００４ 个常住

人口的样本数据。 由于研究的需要，在统计分析时笔者删除了样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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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校学生，获得共计 ２８８９ 个样本。 本研究采用这些数据作为分析的

依据。①

（二）变量的操作化

１􀆰 因变量

在本研究中，因变量为城市居民的主观阶层认同。 该变量以“您
认为您的综合地位在全国属于哪个层次”来测量，其选项分为“上层”、
“中上层”、“中层”、“中下层”与“下层”。 笔者将其转化为 １ － ５ 分的

梯度测量。 １ 分代表“下层”，５ 分代表“上层”。 如果居民具有较高地

位的阶层认同，则分值较高，反之较低。
２􀆰 自变量

在本研究中，自变量包含两大类，一类是“住房品质”，具体包括：
（１）住房产权。 在此项变量中，考虑到城市居民的住房现状，询问其当

前居住的房屋的产权情况，范围分别是完全自由、与单位共有产权、租
住等情况。 （２）住房面积。 尽管在房屋面积中有使用面积（居住面积）
和建筑面积之分，但在现今的商品房市场中，住房产权通常都以建筑面

积作为住房面积的基本衡量单位。 通过住房建筑面积和共同居住的人

口数，可以得到“人均住房面积”这一指标。 （３）住房支出。 该变量指

的是受访者在过去一年用于购房、房租或房贷支出所占家庭总收入的比

重。 （４）住房的市值。 通过受访者自身所拥有产权住房的市值来计算。
另一类自变量是“符号区隔”，具体包括：（１）住房所在社区的类

型，包括未经改造的老旧城区、单一或混合的单位社区、保障性住房小

区、普通商品房小区、别墅区或高级住宅区等。 （２）物业管理费缴纳标

准，考察受访者所居住的社区是否需要缴纳物业管理费以及相应的缴

费额度。

（三）分析

在本研究中，笔者首先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城市“住房品

质”以及“符号区隔”领域下相关变量的描述性分析来揭示住房这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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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次调查第二阶段采用适应性区群抽样法（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目的在于获得具有

代表性的中间阶层样本，共获得 ３００６ 个样本数据。 该抽样法属于非等概率随机抽样，所
以不能用于推论样本的总体特征。 因此本研究不采用这部分数据作为分析的数据。



素在三地居民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和区隔。 接下来，笔者通过建立包

含 上 述 有 关 变 量 的 多 元 线 性 回 归 模 型 （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在财富分层的视角下，重点分析作为财富重要象征的住房

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城市居民的阶层认同。 样本的基本特征如下（见
表 １）。

　 表 １ 样本的基本特征 Ｎ ＝２８８９
类别变量 变量取值 频数 百分比（％ ）

性别
男 １３８１􀆰 ００ ４７􀆰 ９

女 １５０４ ５２􀆰 １

婚姻状况

已婚 ２１８７􀆰 ００ ７６􀆰 ０

未婚 ５１４ １７􀆰 ９

其他 １７６ ６􀆰 １

职业

党政机关领导干部 １５􀆰 ００ 􀆰 ７

企业主 ／ 经理 ／ 管理人员 １７５ ８􀆰 ６

专业技术人员 ４１４ ２０􀆰 ３

职员办事人员 ／ 自雇者 １０９４ ５３􀆰 ５

技术工人 １５５ ７􀆰 ６

非技术工人 １９０ ９􀆰 ３

城市

北京 ９５６􀆰 ００ ３３􀆰 １

上海 ９８９ ３４􀆰 ２

广州 ９４４ ３２􀆰 ７

连续型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年龄 ４２􀆰 ７４ １３􀆰 ４２

个人年收入（元） ７７６９５􀆰 ４５ ２４５８４７􀆰 １４

教育程度

０ ＝ 未受教育；６ ＝ 小学；９ ＝ 初中；
１２ ＝ 高中 ／ 中专 ／ 技校；１５ ＝ 大学专
科；１６ ＝ 大学本科；１９ ＝ 研究生及
以上

１２􀆰 ４１ ３􀆰 ６４

阶层认同状况
１ ＝ 下层；２ ＝ 中下层；３ ＝ 中层；４ ＝
中上层；５ ＝ 上层

２􀆰 ５５ 􀆰 ８５

　 　 说明：由于存在部分缺省值，因此数据各部分相加可能不等于 ２８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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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验发现

（一）三地居民住房品质与符号区隔的基本特征

有关住房品质这一变量，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在居民对当前所居

住房的产权归属上，当前北京、上海及广州三地有 ５４􀆰 ７％ 的城市居民

在当地拥有完全自有产权住房，但是仍有超过 ４０％的居民租房或居住

于免费提供的房子中。 三地居民在当地居住于自有住房的比例仍然较

低。 从全国范围的数据来看，城市居民的住房自有率较高，部分研究指

出我国自有住房拥有率达到了 ８９􀆰 ６８％ 。① 但是从本研究的数据中可

以看出，对于居住在北上广这样的特大城市的居民来说，在当地拥有一

套自有住房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第二，从居民拥有住房的市场价值的分布来看，有 ８３２ 名受访者拥

有的自有住房市值为 ０，意味着这 ２８􀆰 ８％的居民至今没有一套属于自

己的住房。 大部分居民拥有住房的市值集中在 １００ － ５００ 万元，其比例

为 ４２􀆰 ２％ 。 另有 ２５ 位（占比 ０􀆰 ９％ ）受访者拥有 １０００ 万元及以上市值

的住房。 其中，拥有住房市值最高的居民，其名下的住房市值达到了

４０００ 万元，而自住房平均总市值为 １６１􀆰 ４６ 万元，可见，当前北京、上
海、广州三地住房财产的分化十分明显。

第三，从住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分布来看，三地城市居民的平均

住房支出比为 １０􀆰 ４％ ，整体上看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分化特征。 有

５８􀆰 ８％的居民在 ２０１３ 年没有任何住房方面的支出，另有 １０􀆰 ５％ 的居

民住房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小于 ５％ ，而有 １４􀆰 ６％ 的居民住房支出占

总收入的比重超过了 ３０％ ，对自身和家庭的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和

负担。
第四，从三地城市居民当前所住房的人均建筑面积来看，三地居民

当前所住房子的人均住房面积为 ３２􀆰 ６１ 平方米，其最大值为 １９０ 平方

米，最小值为 ３ 平方米，差距悬殊。 具体到不同产权性质的住房，居民

当前所居住房子为自有住房的人均建筑面积最大，达到了 ３４􀆰 ７０ 平方

米，其次为租住的房子，人均建筑面积为 ２９􀆰 ２４ 平方米，和单位共有产

权的居民人均建筑面积最小，为 ２３􀆰 ８０ 平方米。 完全自有住房与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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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２ 年西南财经大学和中国人民银行共同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



住房的建筑面积相差较大，反映出北上广三地居民在住房面积上呈现

出较大的不平等现象。
第五，从北上广三城市居民对于当前所居住住房的评价等级来看，

２５􀆰 ９％的居民对于当前所居住房的等级评价为 ３ 分，即位于社会的中

间水平。 三地居民对于住房等级的评价呈现出一种向下偏移的状况，
认为其住房位于 １ － ４ 等级的居民比例达到了 ５６􀆰 ５％ ，超过一半；而认

同其当前所居住房等级处于社会中高层次（６ － １０ 等级）的居民比例仅

为 １７􀆰 ６％ ，说明大多数北上广三城市居民对于当前住房的满意度不

高，希望能够改善自身的住房条件。
最后，在“符号区隔”变量中，从三地居民所居住小区的类型上比

较，普通商品房小区以及单一或混合的单位社区是三地居民所居住社

区的主要形式，其人数比例分别为 ５０􀆰 ９％和 ２３􀆰 ４％ 。 居住于未经改造

的老旧城区的居民也占一定比例，为 １５􀆰 ４％ 。 而居住于“新近由农村

社区转变过来的城市社区”、保障性住房小区以及别墅区或高级住宅

区的比例较小（上述结果见表 ２）。

　 表 ２ 三地城市居民住房的产权、社区类型以及人均建筑面积

频数 有效百分比

住房产权

　 　 完全自有 １５８０ ５４􀆰 ７

　 　 和单位共有产权 ５０ １􀆰 ７

　 　 租住 ９３６ ３２􀆰 ４

　 　 免费提供和其他 ３２３ １１􀆰 ２

Ｎ ２８８９

社区类型

　 　 未经改造的老城区 ４３６ １５􀆰 ４

　 　 单一或混合的单位社区 ６６３ ２３􀆰 ４

　 　 保障性住房小区 ６１ ２􀆰 ２

　 　 普通商品房小区 １４４３ ５０􀆰 ９

　 　 别墅区或高级住宅区 ３８ １􀆰 ３

　 　 新近由农村社区转变过来的城市社区 １７４ ６􀆰 １

　 　 其他 １８ 􀆰 ６

Ｎ ２８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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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均值 Ｍ（ｍ２） 标准差 ｓ

人均面积

　 　 总体 ３２􀆰 ６１ ２３􀆰 １６

　 　 完全自有 ３４􀆰 ７０ ２１􀆰 ８３

　 　 和单位共有产权 ２３􀆰 ８０ １３􀆰 ３５

　 　 租住 ２９􀆰 ２４ ２４􀆰 ８９

Ｎ ２８８９

从物业管理费的缴纳额上看，有 ４ 成多居民（４２􀆰 ２％ ）表示其所在

的社区不需要缴纳物业管理费；另有 ４８􀆰 ４％的居民所在社区的物业管

理费在每平方米 ０ － ２ 元之间；少部分居民所居住的社区物业费超过了

每平方米 ３ 元，甚至更高。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三地城市住房小区的物

业管理也呈现出高低有序的分层状况。
从上述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在住房品质上，三地居民在当前

所居住房的产权归属、人均住房面积、拥有的住房市值、住房支出以及

等级评价等方面都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分层现象。 另外，以住房为符号

象征所产生的空间区隔性因素，如居住小区的类型以及小区物业管理

费的缴纳标准等也呈现出了显著的分化。 因此，笔者认为，在北京、上
海以及广州三地确实存在着以住房要素作为明显区隔特征的“住房地

位群体”，以住房为基础的社会分化已经初步显现。

（二）居民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更准确地研究住房品质、符号区隔维度下相关自变量对于居

民阶层认同的影响，同时厘清个人收入、职业等控制变量与因变量的交

互作用，笔者将因变量、自变量与控制变量纳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

分析，具体的回归方程为：

Ｙｉ ＝ ａ ＋ ｂ１ｘ１ ＋ ｂ２ｘ２ ＋… ＋ ｂｉｘｉ

其中 ａ 是常数项，ｘｉ 是自变量，ｂｉ 是系数，ｉ ＝ １，２，…，ｎ。 在自变量

方面，为了统计的方便和需要，笔者对于某些控制变量的类别进行了简

化与编码处理。 其中，性别、婚姻与职业为虚拟变量。 女性为参照变

量，赋值为 ０，男性赋值为 １。 在婚姻状况方面，“已婚”赋值为 １，“未
婚”赋值为 ０。 在年龄方面，考虑到其可能对结果产生非线性作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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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２ ／ １００”这一变量也作为控制变量加以考察。 在职业方面，笔者

借鉴了刘欣（２００５）提出的中国城市职业分层框架，将其根据再分配权

力、寻租能力、市场能力等阶层分化动力基础形成的十大分层框架简化

为“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企业主 ／经理 ／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

员”、“职员办事人员 ／自雇者”、“技术工人”以及“非技术工人”６ 类，并
以“非技术工人”为参照组。 受教育水平转换为表 １ 的连续型变量。
个人收入是指 ２０１３ 年全年的所有收入，包括职业收入和其他各项收

入。 在家庭因素上，将是否具有本地户籍以及家庭年收入作为控制变

量。 为了提高数据的拟合度，对所有人的个人年收入、家庭年收入、住
房总市值和住房支出以及物业管理费加 １ 之后取以 ｅ 为底的自然对数

纳入模型。 共线性检验的结果显示，除了年龄与“年龄２ ／ １００”两个变

量的方差膨胀因子（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ＶＩＦ）大于 １０ 之外，其余自

变量的 ＶＩＦ 值均小于 ５，因此该模型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 其统计结

果见表 ３。

　 表 ３ 影响三地城市居民阶层认同相关因素的 ＯＬＳ 模型

Ｂ（ＳＥ）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常量
１􀆰 １４６∗∗∗

（􀆰 ２３０）
１􀆰 ６０５∗∗∗

（􀆰 １６７）
１􀆰 ２８２∗∗∗

（􀆰 １５３）
１􀆰 ００７∗∗∗

（􀆰 １６７）
１􀆰 ２１２∗∗∗

（􀆰 ２０７）

控制变量

　 性别ａ － 􀆰 ０４３００
（􀆰 ０３４）

－ 􀆰 ０３１００
（􀆰 ０２４）

－ 􀆰 ０３３００
（􀆰 ０２３）

－ 􀆰 ０３０００
（０􀆰 ０２３）

－ 􀆰 ０２２００
（􀆰 ０３１）

　 年龄
－ 􀆰 ０１７００
（􀆰 ０１０）

－ 􀆰 ０１８∗∗

（􀆰 ００７）
－ 􀆰 ０１４００
（􀆰 ００７）

－ 􀆰 ０１６００
（􀆰 ００７）

－ 􀆰 ０１５００
（􀆰 ００９）

　 年龄２ ／ １００
􀆰 ０２１

（􀆰 ０５２）
􀆰 ０２３∗∗

（􀆰 ００８）
􀆰 ０１６

（􀆰 ００７）
􀆰 ０１８

（􀆰 ００８）
􀆰 ０１５

（􀆰 ０１０）

　 婚姻状况ｂ 􀆰 １１０∗

（􀆰 ０４３）
􀆰 １１４∗

（􀆰 ０３１）
􀆰 ０９５∗

（􀆰 ０２９）
􀆰 １００∗

（􀆰 ０３１）
􀆰 ０９１∗

（􀆰 ０４１）

　 受教育程度
􀆰 ０５３∗∗∗

（􀆰 ００６）
􀆰 ０４７∗∗

（􀆰 ００４）
􀆰 ０４６∗∗∗

（􀆰 ００４）
􀆰 ０４３∗∗∗

（􀆰 ００４）
􀆰 ０４１∗∗∗

（􀆰 ００５）

　 个人年收入
􀆰 ０１５∗

（􀆰 ００６）
􀆰 ０１４

（􀆰 ００４）
􀆰 ０１５∗∗∗

（􀆰 ００４）
􀆰 ０１３∗∗

（􀆰 ００４）
􀆰 ０１４∗∗

（􀆰 ００６）

　 职业ｃ

５５

专题研究 住房与城市居民的阶层认同



续表 ３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Ｂ（ＳＥ）

　 　 党政机关领导
干部

􀆰 ３９１
（􀆰 ２２５）

􀆰 ２８２
（􀆰 １５７）

􀆰 ２９８
（􀆰 １５２）

􀆰 ２７６
（􀆰 １５７）

􀆰 ２２８
（􀆰 ２０８）

　 　 企业主 ／ 经理 ／ 管
理人员

􀆰 ２５７∗∗∗

（􀆰 ０７５）
􀆰 ２３１∗∗∗

（􀆰 ０５２）
􀆰 ２４３∗∗∗

（􀆰 ０５１）
􀆰 ２２９∗∗

（􀆰 ０５２）
􀆰 ２２４∗∗∗

（􀆰 ０７１）

　 　 专业技术人员
􀆰 １４４∗

（􀆰 ０５９）
􀆰 １４５∗∗

（􀆰 ０４０）
􀆰 １２９∗

（􀆰 ０３９）
􀆰 １４２∗

（􀆰 ０４０）
􀆰 １３１∗

（􀆰 ０５３）

　 　 职员办事人员 ／
自雇者

􀆰 ０２９
（􀆰 ０４３）

􀆰 ０４０
（􀆰 ０３０）

􀆰 ００８
（􀆰 ０２８）

􀆰 ０３７
（􀆰 ０２９）

􀆰 ０１１
（􀆰 ０３９）

　 　 技术工人
－ 􀆰 ０６６００
（􀆰 ０７８）

－ 􀆰 ００２００
（􀆰 ０５３）

－ 􀆰 ０５７００
（􀆰 ０５２）

􀆰 ００２００
（􀆰 ０５３）

－ 􀆰 ０１２００
（􀆰 ０７１）

　 家庭

　 　 本地户籍ｄ 􀆰 ０５４∗

（􀆰 ０４１）
－ 􀆰 ００５００
（􀆰 ０３２）

􀆰 ０４７
（􀆰 ０２７）

􀆰 ００７
（􀆰 ０４９）

－ 􀆰 ００１００
（􀆰 ０４２）

　 　 家庭年收入
􀆰 ０６０∗∗∗

（􀆰 ０１１）
􀆰 ０６２∗∗∗

（􀆰 ００９）
􀆰 ０４０∗∗∗

（􀆰 ００６）
􀆰 ０９５∗∗∗

（􀆰 ０１４）
􀆰 ０４５∗∗∗

（􀆰 ００１）

　 地区ｅ

　 　 北京
􀆰 ０５６∗

（􀆰 ０４６）
􀆰 ０６３∗

（􀆰 ０３１）
􀆰 ０４７

（􀆰 ０２９）
􀆰 ０５７

（􀆰 ０３１）
􀆰 ０４７

（􀆰 ０４０）

　 　 上海
􀆰 １４２∗∗∗

（􀆰 ０４２）
􀆰 ０９４∗∗

（􀆰 ０３１）
􀆰 １０９∗∗

（􀆰 ０３１）
􀆰 ０７４

（􀆰 ０３２）
􀆰 ０７９

（􀆰 ０４４）

　 住房品质因素

　 　 完全自有ｆ 􀆰 ０９７∗∗

（􀆰 ０３５）
􀆰 ０７９∗

（􀆰 ０３５）
􀆰 ０８５∗

（􀆰 ０４６）

　 　 人均面积
􀆰 ００２∗∗∗

（􀆰 ０００）
􀆰 ００２∗∗

（􀆰 ０００）
􀆰 ００２∗∗

（􀆰 ００１）

　 　 住房市值
􀆰 ０３５∗∗∗

（􀆰 ００７）
􀆰 ０３１∗∗∗

（􀆰 ００７）
􀆰 ０３０∗∗∗

（􀆰 ００９）

　 　 住房支出
－ 􀆰 ０３６００
（􀆰 ０６４）

􀆰 ００７
（􀆰 ０６４）

􀆰 ００１
（􀆰 ０８４）

　 符号区隔因素

　 　 小区类型ｇ

　 　 别墅或高级住
宅区

􀆰 ４３９∗∗∗

（􀆰 ０９８）
􀆰 ２３５∗

（􀆰 １０４）
􀆰 ２３３∗

（􀆰 １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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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Ｂ（ＳＥ）

　 　 商品房小区
􀆰 ２１４∗∗∗

（􀆰 ０２９）
􀆰 １４６∗∗

（􀆰 ０３１）
􀆰 １６１∗∗∗

（􀆰 ０４１）

　 　 单位社区
􀆰 １６１∗∗

（􀆰 ０３３）
􀆰 １２４∗

（􀆰 ０３４）
􀆰 １４０∗∗

（􀆰 ０４６）

　 　 物业管理费额度
􀆰 ０５５∗∗

（􀆰 ０１１）
􀆰 ０４５∗∗∗

（􀆰 ０１２）
􀆰 ０４９∗∗

（􀆰 ０１６）

Ｎ ２０３３ ２０３３ ２０３３ ２０３３ ２８６１

Ａｄｊ􀆰 Ｒ２ 􀆰 １２６ 􀆰 １４６ 􀆰 １３１ 􀆰 １５３ 􀆰 １６７

　 　 注：（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２）参照类别如下：ａ ＝ 女性，ｂ ＝ 未婚，ｃ ＝
非技术工人，ｄ ＝ 外地户籍，ｅ ＝ 广州，ｆ ＝ 非自有，ｇ ＝ 老城区、保障性住房小区及其他。

模型 １ 中考察了居民的个体自然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对于其阶层

认同的影响。 统计结果表明，性别、年龄不会对阶层认同产生明显的影

响。 相对于未婚者来说，已婚者更容易形成较高层次的阶层认同。 受

教育程度对于阶层认同的作用非常显著。 在个人收入方面，收入较高

的群体其阶层认同也相应较高，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以非技术工人

为参照群体考察职业对于阶层认同的影响，发现企业主 ／经理 ／管理人

员的上层阶层认同非常明显，专业技术人员群体也呈现出相同的特征。
若考虑区域因素，则发现相较于广州地区的居民来说，上海的受访者的

阶层认同感普遍较高。 在家庭因素中，户籍因素对阶层认同没有产生

直接的影响，而家庭收入的影响十分显著。 从区域差异上看，相较于广

州的居民，北京与上海的居民更倾向于拥有较高层次的阶层认同。 模

型 １ 调整后的 Ｒ２ 为 ０􀆰 １２６，能够解释整体 １２􀆰 ６％ 的方差，整个模型具

有显著性，但总体解释力较弱。
模型 ２ 将个体特征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把住房品质因素纳入回归

方程中，从而集中考察这一组变量对于居民阶层认同的影响。 研究发

现，在本地拥有自有住房的居民，更容易产生较高的阶层认同；居民拥

有的住房面积越大、市值越高，阶层认同也随之提高。 住房支出越大，
其阶层认同的分值越小。 在控制变量方面，原先具有影响作用的婚姻

状况在加入住房品质变量组以后，显著性程度变弱，但仍具有相关性；
受教育程度和个人年收入依然对阶层认同起着正向的相关作用，但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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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系数的值有所降低；在地区差异上，加入住房品质因素后，城市之间

的差别不再具有统计显著性。 调整后的 Ｒ２ 达到了 ０􀆰 １６７，能够解释整

体 １６􀆰 ７％的方差，整个模型的解释力明显增强。 从模型 ２ 可以判断，
假设 １ － １、１ － ２、１ － ３ 成立，而假设 １ － ４ 不成立。

在模型 ３ 中，笔者将“符号区隔”这一变量组纳入 ＯＬＳ 模型，与模

型 ２ 相似，同样将个体特征作为控制组。 结果表明，以居住在老城区和

保障性住房小区的居民为参照组，居住在商品房小区、别墅或高级住宅

区以及单位社区的居民普遍具有较高层次的阶层认同。 住宅小区的物

业管理费用越高，其居民就越有可能拥有较高的阶层认同。 假设 ２ － １
与 ２ － ２ 成立。 模型调整后的 Ｒ２ 为 ０􀆰 １３１，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模型 ４ 是纳入了住房品质变量组、“符号区隔”变量组以及控制变

量组的全模型，从而完整地反映了住房因素对于三地城市居民阶层认

同的相关影响。 在个体特征方面，已婚者、受教育程度较高以及个人年

收入较高者仍然具有较高层次的阶层认同，但受教育程度的回归系数

减小，说明其在模型中的影响力减弱；职业类别中企业主 ／经理 ／管理人

员与专业技术人员的阶层认同仍然较高，其余职业对于阶层认同的影

响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在住房品质方面，在本地拥有自有住房的居

民，其阶层认同感会上升，同时，其阶层认同感会随着住房人均面积和

市值的增加而相应地上升。 而在“符号区隔”因素方面，模型 ４ 证明了

城市居民所居住的小区的区隔化程度确实会影响其阶层地位的感知。
在控制了个体特征因素和住房本身的品质性因素后，居住在商品房小

区、别墅区或高级住宅区的受访者的阶层认同感比居住在老城区、保障

性住房小区的居民明显要高，物业管理水平较高的小区居民阶层认同

感也相对较高，且具有统计学上的相关性。 全模型调整后的 Ｒ２ 达到了

０􀆰 １５３，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所使用的调查数据在某些关键变量上存在

缺失，直接运用个案删除法获得的无缺失数据可能会对统计结果的稳

健性造成不可预知的影响。 笔者通过将无缺失样本（Ｎ ＝ ２０３３）的每个

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与总体样本（Ｎ ＝ ２８８９）的相关统计值进行比较，
发现这些缺失值并不是随机造成的，是一种非随机缺失（ｍｉｓｓ ａｔ ｎｏｎ⁃
ｒａｎｄｏｍ， ＭＡＮＲ），这样很可能导致统计结果的有偏性（ｂｉａｓ）。 因此，笔
者对模型 ４ 的统计结果进行了敏感性分析（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和数据填

补。 多重填补法（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ｉ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ＭＩ）是目前应对缺失数据统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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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标准的方法。 它为每一个缺失值产生一套可能的填补值，针对每一

个具有缺失值的变量，利用其他变量构造预测方程，从预测值的分布中

随机抽取数值来替换缺失值并重复多次，循环运行预测方程并使用每

次更新后的预测值，将所有的缺失值填补后产生若干完整的数据集。
之后，对填补数据集分别进行统计分析，把得到的结果进行综合，并得

出最终且最优的一个合适的填补数据集（Ｒｕｂｉｎ，１９９９）。 在利用 ＭＩ
后，有效样本增加到 ２８６１ 个，非常接近 ２８８９ 个原始样本。 模型 ５ 是进

行填补后形成的回归估计。 通过比较发现，相比于模型 ４，虽然部分变

量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发生了微小变化，但总体上住房品质与符

号区隔下的相关影响因素没有发生改变，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两组自变

量对于居民阶层认同的影响是非常稳健的。

六、结论与讨论

通过上述实证研究，本文分析了当前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居民的

住房现状，并从住房品质和符号区隔角度探讨了居民阶层认同的相关

影响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住房层面的相关影响因素确实对于居民阶

层认同产生了较为直接的影响。 在控制了相关的个体特征因素后，拥
有自有产权、住房面积较大、住房市值较高以及居住在别墅区或高级住

宅区、物业管理较为高级的社区中的居民更倾向于认同自身属于社会

的较高阶层。 而住房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对居民的阶层认同没有产

生显著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住房支出较多的居民其住房条件较为优

越，特大城市能够保值增值的住房财富减轻了住房支出比重较高所带

来的焦虑感。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城市居民中，由于住房的品质与符号性

的差异而形成了区分较为明显且稳定的阶层认同。 虽然教育和收入等

结构性因素仍然在居民的阶层认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住房的差异还

不能完全取代职业中心视角，但不可否认的是，基于结构地位论的传统

阶级分析所指出的由职业形成的阶层认同存在着弱化的倾向，我国城

市社会中逐步出现了以住房为代表的基于财富多寡而形成的阶层认

同，这也从一方面印证了一些学者所提出的我国城市社会中基于住房

而形成的财富社会分层正在形成。 因此，从财富分层的视角出发，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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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来解释阶层地位认同这一新的分析框架就具有现实性和适用性，体
现了转型时期真实的“中国经验”。

当前我国城市住房供需矛盾突出，住房成为了人们普遍关注的议

题，在此情况下，这种基于住房而形成的阶层认同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

的，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 一方面，住房在居民阶层地位认同中的关键

作用使得住房由单纯的经济资本扩展为一种“符号资本” （闵学勤，
２０１１）。 拥有一套自有住房被社会上的大多数人视为事业的起步、成
家的基础乃至“人生的开端”，这使得住房市场存在着巨大的刚性需

求；而住房本身具有的耐久性、高价值和可增值性又使得许多人将其作

为一种投资的利器而趋之若鹜，进一步推高了房地产市场本来就居高

不下的价格。 众多富裕阶层和“炒房投机客”通过房地产市场赚得钵

满盆满，积累了巨额财富，房地产成为了财富分层的再生产机制。 另一

方面，整个社会中弥漫着的“住房拜物教”情结造成了阶层认同的定型

化。 住房成为人们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有房阶层”在与“无房阶层”
交流时，多是向其建议尽快购买住房；“有房阶层”津津乐道的往往是

住房价格的上涨，而“无房阶层”多是为住房价格的连续上涨而焦虑，
表现出对“有房阶层”的羡慕，哀叹自身购买住房的种种困难（刘升，
２０１４）。 这种认同上的区别和心理上的隔阂通过住房议题表现得淋漓

尽致。 此外，研究也证实了物业管理费子假设，表明富裕阶层通过购买

高品质的住房、入住高品位的社区来彰显对自我身份和地位的认同，住
房财富外延下的空间分异依然非常明显。 以巨额财富价值为基础的高

档住房位于景观优美、封闭管理的社区中，其他人无法随意进入，这些

地方成为了私人的“后院”，造成了城市空间与心理认同的双重区隔。
总之，本文在以往学者对居民阶层地位认同的研究基础上，基于财

富分层的视角探讨了住房对于居民阶层认同的相关影响，尝试从住房

入手为阶层认同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分析和解释框架。 但是，本文无疑

还存在着很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一方面，由收入水平、受教育程

度等结构性因素产生的住房不平等因素和住房分层与阶层认同之间的

深层关系仍需厘清；另一方面，本文基于北上广三地的经验数据所得出

的结论的普适性需要探讨。 笔者认为，北上广三城市作为我国经济发

达、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在社会转型与变迁中扮演着引领与导向性

的角色，因此，北上广三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可能代表了一种趋势，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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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区极有可能形成与此类似的发展路径。① 但是，基于三地经验

数据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性，以及住房所形成的阶层认同与

“住房阶级”理论提出的将住房作为判定阶层地位的标准的内在关系，
仍需深入的理论探讨和更多经验材料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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